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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难免带来风险控制与治理难题，陷入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颠覆性技术治理往往面临时间、知识、权力三重错位，导致监管机构与企业主体二元对立，法律制度与企业制度之间产生鸿沟且双重失守。基于颠覆性技术与内外制度的双重协同演化逻辑，推导出“全流程风险防控、全过程信息公开、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合规治理思路，能针对性地纠正技术治理的时间错位、弥补技术预测的不确定性、避免外部监管的被动性，进而结合颠覆性技术所处的生态位阶段构建协同合规治理体系，以助推我国颠覆性技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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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inevitably brings difficulties in risk control and governance, and falls into the so-called "Collingridge dilemma". Disruptive technology governance often faces the triple dislocation of time, knowledge and power, resulting in the du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regulatory body and the enterprise body,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enterprise system. Based on the dual synergistic evolution logic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 the compliance governance idea of "whole-process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hole-proces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is derived, which can specifically correct the time dislocation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make up for the uncertainty of technology prediction, and avoid the passivity of external supervision. Furthermore, a collaborative compliance governance system i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niche stage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o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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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与进路
“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 [1]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方兴未艾，对于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其高风险性也会挑战既有的法律规制框架，对原有技术、产业乃至社会秩序带来潜在的冲击和颠覆性影响，从而导致风险控制和治理的进退两难。[2]英国学者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在《技术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提出，如果担心不良后果而过早地控制技术，可能会阻碍创新；但是若控制过晚可能会使技术失控，带来昂贵的治理成本甚至无法挽救。这就是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3]p.19，可视为对颠覆性技术治理所面临复杂难题的精准概括。
颠覆性技术的创新过程，是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市场化再到技术社会化的过程[4]，居于不同生态位阶段，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受困于信息的不对称性、立法的滞后性和治理技术的局限性，外在于颠覆性技术系统的监管主体往往只能迟缓而被动地应对。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超越“科林格里奇困境”，需推动颠覆性技术治理“从对技术前提与结果的静态考察，转移到对技术发展的内部动态过程的考察上来” [5]，即从技术—制度协同演化逻辑出发，结合颠覆性技术所处生态位阶段，寻求治理出路。鉴此，拟在具体揭示颠覆性技术治理困境的基础上，基于其和法律制度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双重协同演化逻辑探索破解之道，明确演化要旨，针对性化解难题，进而构建颠覆性技术协同合规治理体系，以期推动我国颠覆性技术高质量发展。
2 治理之难：颠覆性技术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的概念由Bower和Christensen于1995年首次提出[6]。它通过对原有技术、规则的归零效应重塑既有的体系结构和秩序，从边缘力量出发逐渐成长为未来主流的技术体系[7]。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均是颠覆性技术的典型代表。但其带来颠覆式创新的同时，也会对原有社会秩序和制度架构产生颠覆式破坏。如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基因编辑胎儿等事件带来的安全风险及伦理问题，引发社会忧虑。颠覆性技术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治理失范体现出“科林格里奇困境”的三个维度，也暴露出三个关键问题。
2.1时间维度：技术控制的介入时机难把握
“科林格里奇困境”面临的首要难题，在于如何把握技术控制的介入时机，即人们如何能够灵活、弹性和多样化地介入技术的规划、设计和发展。[8]从时间维度看，科林格里奇预设了技术发展“存在时间序列上的早晚顺序”，相应地，技术的社会控制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问题。[9]换言之，在一项技术发展的早期，其风险扩散速度虽有快有慢，尚可以动用各种控制手段加以限制甚至完全予以禁止[3]p.16；但在技术发展的晚期，由于技术力量不断渗透并深刻嵌套至社会结构之中，此时对其进行控制变得异常困难。即对技术的治理，面临着时间错位的难题。
现有颠覆性技术的治理思路无法有效应对这一难题。在颠覆性技术发展早期，技术突破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体现为“不断探索和尝试、学习和试错、发散和收敛的循环”。[7]若此时轻易介入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在降低制度稳定性的同时，也易引发个体对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预期。[10]，从而阻碍技术进步甚至错过产业革命的“窗口期”。但是，颠覆性技术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则易发生技术风险、伦理风险等问题。如2018年发生在我国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擅自应用科研成果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诞生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不仅对我国科技声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若不加以处罚，也易产生违反科技伦理的“破窗效应”。
“技术社会控制的艺术在于时机，如何恰到好处是关键”。[11]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范式带有飞跃性色彩，其衍生产品的演化路径并非阶梯式，而是跳跃式的，其技术研发和市场化应用并非按照“线性时间序列表”进行。现有颠覆性技术的线性治理思路将制度设计的视野局限于技术的早期控制或晚期控制，既未关注到技术企业自我治理的重要性，遑论激发企业主动合规的积极性；也未将治理思路延伸至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全流程，遑论将治理资源的整合视野拓宽到全领域，致使难以把握技术控制的介入时机，陷入技术治理的两难境地。
2.2知识维度：治理主体面临信息赤字难题
科林格里奇指出，为了避免技术带来的有害社会后果，有两点是必要的：一是必须知道一种技术已经或将要产生有害的影响，二是必须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改变这种技术以避免这种影响。[3]p.16为克服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科林格里奇主张通过提升科学知识的完备程度进而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
现有颠覆性技术的治理思路也认为知识是进行合理制度设计的核心，即若关于科技发展的知识越完备，其进行制度设计的合理性程度就越高。但实际上，该思路面临以下问题：一方面，外在于颠覆性技术系统的监管机构，在识别颠覆性技术及其风险、权衡治理目标、选择治理工具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局限甚至易陷入“共同无知”的境地[12]，在忽视颠覆性技术系统内在参与者基础上进行的制度设计，难以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民主协商和利益博弈，由此进行的法律制度设计存在偏见和歧视，难以有效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本身具有高度的可证伪性，即使是企业主体，关于某一时期颠覆性技术的认知可能只在某一阶段是正确的。根植于复杂异质的社会—科技杂合体中的颠覆性技术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与之有关的认知提升也处于不断证伪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颠覆性技术总是变动不居的，技术的社会化过程却迟缓滞后。立足于企业主体的自我治理，即使一开始对技术的发展方向有清晰的规划，也可能会在“处于无知之幕的主体和社会运用之中走向偏离”。[8]
从知识维度看，颠覆性技术的治理难点在于突破治理主体面临的知识错位问题。因此，监管主体和企业主体应在坚持技术与社会环境协同共生的基础上，实现知识在颠覆性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双向供给。当然，此过程不仅涉及颠覆性技术与法律制度之间的知识沟通，也涉及与企业制度之间的信息共享。由此监管主体与企业主体在知识维度上形成实质协同，进而不断完善制度设计，突破治理主体的信息赤字难题，以保证制度建设能跟上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步伐。
2.3权力维度：技术治理行动者视角的局限
科林格里奇认为，技术治理的行动者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更有可能控制技术，而非晚期阶段。这表明，“科林格里奇困境”暗含了权力维度，即行动者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权力介入的可能性。何为“行动者”？科林格里奇在《技术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并未明确指明，而是用“我们”代称，如“我们能让技术实现我们的想法并避免不受欢迎的后果吗？”[3]p.11通过科林格里奇在书中对汽油铅等案例的论述分析，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似乎并非由颠覆性技术系统的内在参与者组成，而主要由外在于颠覆性技术系统的公民议会、政府机构组成。[5]
目前我国关于颠覆性技术的治理也局限于行动者视角，即忽略颠覆性技术系统内在的参与者，如研发主体、使用主体等，而将颠覆性技术的治理权力交由监管机构。该视角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对社会治理实践具备极强的塑造能力，但占据技术优势的企业主体依托其核心技术所享有的技术权力被选择性无视[13]，由此进行的技术治理存在结构性缺陷。另一方面，技术治理受行政体制遵循事本主义的影响，避险避责的理性选择导致监管机构拥有权力却无法担起防范颠覆性风险的责任[14]。对于企业而言，本处于市场最前沿，理论上对颠覆性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更加敏锐[15]，但因自身缺乏技术治理权力，却要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
由此，监管机构和企业主体之间形成治理权力和主体责任错位的局面，法律制度与企业制度两者间产生鸿沟，制度建设易与颠覆性技术发展脱嵌。法律制度难以内化为企业内部的具体制度从而增加制度执行成本。企业自身因缺乏治理权力，致使企业内部制度难以上升为国家（行业）标准。若颠覆性技术深度内嵌至社会结构中并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此时再进行社会控制是一项复杂且成本高昂的社会系统性工程。
3 破解之道：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逻辑进路
颠覆性技术的治理之所以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面临时间错位、知识错位和权力错位三重难题，原因在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科技观的线性思维。这种思维机械地将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一种线性时间顺序表。基于外部行动者视角，忽视颠覆性技术同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之间的双重协同演化逻辑。由此，对颠覆性技术的制度控制只能在监管机构和企业主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解决各自的问题：或依赖技术系统之外的社会控制，或依赖技术系统内部的自控制[9]。但问题在于，第一，监管机构未触及到颠覆性技术的风险源头，也不清楚其运行机理。因此，由其主导的法律控制，要么无的放矢，要么落入经验主义的窠臼；第二，企业主体因缺乏制度化的反思机制，仅通过内部自我调适难以形成自制力；第三，若是过度依赖颠覆性技术系统之外的社会控制，则意味着独立于颠覆性技术系统之外的行动者（如监管机构）将直接规制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颠覆性技术系统外的行动者尽管对技术进行社会控制具有合法性，但面对颠覆性技术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壁垒，基于行动者视角的监管举措易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局。因此，要想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需要从认识论维度重新认识监管机构与企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重新构建颠覆性技术与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之间的双重协同演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颠覆性技术合规治理的基本要旨。
3.1内外统筹：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进程
关于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学界存在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分歧。所谓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制度的演化方向，认为技术不受人主观意志的支配，是独立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并进一步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秩序和人类生活。与此相反，制度决定论认为新兴技术的出现使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重构成为可能，但技术本身并非决定性的力量。技术既无法自主决定其发展的路径，也难以确保其得到理性地使用，技术变革的根本在于制度的革命。[16]但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均是以线性思维方式看待技术和制度之间互动关系，因缺乏对客观事实的现实解释力而难以令人满意。从“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视角观之，多数产业的演化过程是基于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进实现的，技术体系与制度体系贯穿产业发展的始终。[17]协同演化论突破了单一技术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的缺陷，为重新理解技术、制度、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该理论认为制度构成了技术变革的边界条件，对技术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反之技术成为制度变革的选择压力，对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18]
3.1.1颠覆性技术与法律制度的协同演化
在颠覆性技术领域，适合于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法律制度通过为颠覆式创新提供信息沟通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在保障颠覆性技术底线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颠覆式创新稳定而高效地进行。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会经历技术生态位、市场生态位和范式生态位阶段。在技术生态位阶段，企业研究经费紧张、公司规模有限，亟需通过构建适宜新技术出现的制度环境推动颠覆性技术研发主体积极探索具有广阔成长前景的技术创新路线，实现从技术选择到技术实现阶段的跨越。在市场生态位阶段，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纷纷涌现并逐渐渗透至社会系统之中，此时需要通过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保障功能推动颠覆性技术合规发展。在范式生态位阶段，颠覆性技术重塑产业格局和商业模式，需要通过法律制度设计对技术演化的成果加以承认和固定。由此可见，在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需要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支持颠覆性技术发展。当原有法律制度无法适应颠覆性技术在新阶段的发展需求甚至阻碍颠覆性技术创新时，法律制度也会在技术变迁的选择压力下实现自我创新以适应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颠覆性技术与法律制度协同演化路径如图1所示：

[image: ]
图1：颠覆性技术与法律制度协同演化路径


3.1.2颠覆性技术与企业制度的协同演化
颠覆性技术与企业制度的有效协同演化是突破“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核心，颠覆性技术企业既是技术的研发主体，同时也是技术的治理主体。外在于颠覆性技术系统的行动者视角存在时间错位、信息赤字等问题，“技术不可避免会改变社会，与其尽力通过预测来阻止这种不确定性，不如认真管理好创新的整个过程。”[19]因此，若想要快速识别颠覆性技术的负面影响并加以控制，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主动暴露问题，将注意力放在对技术“创新的过程约束”方面，强调“社会技术试验”（sociotechnical experimentation）[8]的重要性。通过企业主体内部合规制度推动颠覆性技术以更快速率进行小规模试错或平行试验，在使用者的反馈中找到技术研发的短板与不足。如此一来，当颠覆性技术真正面向大多数用户之时，不至于突然暴露出巨大的短板，引发难以估量的风险。为此，企业主体在技术生态位和市场生态位阶段，应基于“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调整（Act）（PDCA）循环”的思路推动颠覆性技术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协同演化，提升制度设计中错误的可发现性和可更正性。在范式生态位阶段，企业主体将前期的研发计划和操作指南等内容标准化，并在企业内部形成“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执行（Do）—检查（Check）—调整（Act）（SDCA循环）”，推动成熟技术的迭代升级。颠覆性技术与企业制度协同演化路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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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颠覆性技术与企业制度协同演化路径


3.1.3法律制度与企业制度双重协同演化
与传统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非线性、指数性和生态性等特征[20]决定其既不能依赖企业自我合规实现技术系统内部自调适，也无法完全基于行动者视角推动颠覆性技术的敏捷治理。因此，对其治理应当在弥合内外制度“信息鸿沟”的基础上，一方面推动法律制度内化为企业主体内部规章制度和操作指南，有效引导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此为“外规内化”过程。另一方面将部分治理权力授权或委托给企业主体[21]，强化其合规承诺，激励其通过内部合规制度“管理好创新的整个过程”，为法律制度完善供给企业智慧，克服技术治理行动者视角的局限，此为“内规外化”过程。要实现法律制度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协同，则需明确企业内部的合规义务、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以发挥其在颠覆性技术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防线作用。加之法律制度在不同生态位阶段的指导和监督作用，能优化颠覆性技术治理的整体要素配置，使异质主体间围绕颠覆性技术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发挥最大效用，推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资源整合、信息互通、优势互补，构筑制度治理合力[22]，进而为颠覆性技术划定刚性法律底线，设定柔性的管理边界，预留充足的发展空间。
3.2合规治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要旨
所谓颠覆性技术合规治理，即在尊重企业主体独立性的前提下推动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融入颠覆性技术治理全过程，坚持颠覆性技术与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两者间的协同演化，实现颠覆性技术企业自我合规。之所以强调颠覆性技术的合规治理，是因为其发展路径呈现出明显的非连续性和非线性特征，使得颠覆性技术与社会相融合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导致技术的社会评估、预测和控制总是有限的、被动的。[8]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应推动企业主体在技术研发、应用推广过程中通过内部合规制度设计，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风险的协同治理。在保障颠覆性技术底线安全前提下按照全流程风险防控、多主体协同参与、全过程信息公开的治理思路推动颠覆性技术合规发展。
3.2.1全流程风险防控纠正技术治理的时间错位
“科林格里奇困境”在时间维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明确技术控制的介入时间，其局限在于将技术发展看作是线性的时间序列，难以全面把握颠覆性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迭代建构，面临技术治理的时间错位问题。因此，对于颠覆性技术合规治理而言，一方面，应克服仅着眼于技术早期控制或晚期控制的局限性，将颠覆性技术同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双重协同演化逻辑扩展至技术研发、管理、应用、推广等全流程。另一方面，重视并激励企业制度在颠覆性技术合规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由控制技术变为治理技术，从而在不断地合规探索之中选择或“塑造”最为稳妥的技术应用路线。结合颠覆性技术不同生态位阶段的治理重点，推动企业基于PDCA循环的思路设计、改善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增强颠覆性技术治理的协同性和敏捷性。
3.2.2全过程信息公开弥补技术预测的不确定性
明确颠覆性技术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选择相应的控制手段，均离不开信息的支撑。颠覆性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进程也要以知识沟通为动力。对于颠覆性技术的治理而言，一方面应允许“无知状态”的存在[3]p.29。颠覆性技术具有多领域交叉特征，其知识生产不仅包括对技术系统本身的改进和控制，也涉及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领域的问题。因此，颠覆性技术治理过程中的“无知状态”是对技术进行社会控制的一部分，而非是努力消除的对象。另一方面，注重对制度的及时修正。基于颠覆性技术有限认知的前提下作出的制度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应保证制度设计中的错误是易发现且易更正的。[3]pp.32-40但无论是无知状态的存在抑或是制度的及时修正，均离不开颠覆性技术与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双重协同演化过程中信息的沟通与共享。允许在“无知状态”下的决策，并非意味着在对颠覆性技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的设计，而应在承认对颠覆性技术认知存在局限性的前提下，通过全过程信息公开的方式弥补技术预测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评价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实施的实践效果，进而反馈至颠覆性技术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建构过程中，形成制度变迁的选择性压力，从而改进对颠覆性技术的制度治理。
3.2.3多主体协同参与避免外部监管的被动性
科林格里奇将技术的治理主体局限于行动者维度，忽略了多主体协同参与的重要性，由此形成的外部监管模式只能被动应对颠覆性技术的飞速发展。根据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若想有效地利用新技术，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支撑和协调颠覆性技术系统内各主体间的行动，促使异质主体间对于如何有效发展颠覆性技术达成基本共识。与普通技术不同，颠覆性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律”特征，即其可以自行运作，按照其自身的技术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甚至可以对其创造者进行“控制”，并超出其创造者的意料之外。[23]普通技术或由于线性技术演化路径，其引发的风险较易预测；或其技术革新程度不高，难以对现有商业格局和行业态势引发颠覆性变革。然而，颠覆性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外溢效应具有方向的难以判断性和后果的难以预测性，易引发结果导向的法律规制困境。加之人作为原始的风险因子，通过这一不确定技术系统的“倍增效应”，容易呈现出系统性社会风险与人的异化风险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螺旋形态。[24]因此，政府主导型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颠覆性技术治理困境，对技术的社会控制应当将包括企业主体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治理的权力架构，通过监管机构与企业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两者间形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互动演进机制[25]。
4 应对之策：颠覆性技术协同合规治理体系构建
颠覆性技术治理面临的“科林格里奇困境”，需要构建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协同合规治理体系化解。在法律层面，应结合颠覆性技术不同生态位阶段特点进行宏观的合规制度设计。在企业层面，在技术发展各阶段，根据“P（S）DCA循环”的思路进行内部合规流程设计。颠覆性技术协同合规治理体系具体构建思路如图3所示。以颠覆性技术协同合规为治理理念，遵循“全流程风险防控、全过程信息公开、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合规治理思路，结合颠覆性技术发展不同阶段，推动颠覆性技术同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之间的协同演化，进而实现颠覆性技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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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颠覆性技术协同合规治理体系


4.1技术生态位阶段的底线守护与支持
技术生态位阶段协同合规治理体系的构建，首先要以“黑名单+合规指南”为核心，坚持硬法软法协同。一方面，建立“黑名单”制度，应当按照科技法相关规定，如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等。结合《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科学设置颠覆性技术领域行为禁止清单，明确刚性法律底线。另一方面，通过发布合规指南的方式作为“黑名单”制度的有益补充。相较于制定法律，指南制定程序简单、修改灵活，治理主体可在广泛征求行业组织、技术企业、科研团体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明确颠覆性技术指标要求，设定柔性的管理边界。[26]通过“黑名单+合规指南”机制，对于合法合规的颠覆性技术活动，应当加以保护并支持其创新，对于处于“禁区”、非法违规的研发活动，应进行坚决取缔，清理整顿。
其次，建立颠覆性技术项目“储备库”。可考虑建立国家、省、市三级颠覆性技术项目储备库，相应主管机关与企业主体共同组建专家评审委员会，在明确颠覆性技术评审标准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的方式商定入库项目。入库项目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年度动态调整，并按照长期培育、小额起步、逐步加码的方式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27]此外，对于企业自主设立、研发、培育的颠覆性技术项目，主管机关可通过发放定向补贴的方式予以扶持。
最后，建立颠覆性技术“缓冲区”机制。通过监管沙盒、临时监管豁免等带有实验主义治理理念的监管举措[28]，为颠覆性技术创新应用大规模进入市场前提供一定缓冲地带，建构相对独立的测试空间。通过“缓冲区”机制，一方面将监管关口适当前置，明确颠覆性技术可能产生的相关风险。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提出的“监管沙盒”是一种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监管工具，可以由中小企业免费参与或享受申请便利，该模式成为平衡颠覆性技术发展和安全的有力举措。[29]另一方面，“缓冲区”机制的设立为监管机关积累了应对风险的相关经验。此外，通过把关的颠覆性技术投入市场有利于提升其技术安全性，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颠覆性技术与原有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激烈冲突。
4.2市场生态位阶段的小步试错与修正
通过“缓冲区”机制测试的颠覆性技术应用进入市场竞争阶段后，同原有主流的技术应用展开直接竞争。此时颠覆性技术的市场风险、法律风险、技术风险相互交织，加之颠覆性技术应用产品面临技术尚未成熟、更新迭代较快等不稳定的局面，故而该阶段的合规治理体系应从社会制度和企业制度两方面进行构建。
在法律制度方面，首先，企业主体与监管机构间应当建立定期汇报制度。针对颠覆性技术应用推广阶段的产品创新及潜在风险点，监管机构应当持续性地保持关注并适时发布指导意见[30]。其次，对于社会公众，颠覆性技术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将颠覆性技术研发及产品应用等相关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后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最后，在行业内建立自律机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积极性。[31]通过授权或委托第三方组织的方式实现治理权力的共享，凝聚异质主体关于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共识，突破科林格里奇困境中行动者视角的局限性。
在企业制度方面，结合颠覆性技术应用不稳定等特征，可采用小规模和快速试错等方式，最大程度降低试错的成本和风险，这对于制度的可修正性提出了更高要求。[32]因此，可采取最小可行产品、快速原型模型、产品测试机制等制度提高产品的试错反馈和迭代频次。通过PDCA循环的方式，在产品研发、试错、对照实验过程中积累经验和教训，推动企业“内规外化”，为实验性立法提供信息和知识支持。在试验性立法阶段，国家机关在某一时间内颁布对部分地区或部分群体实施的试验性规则，与其他地区现有立法形成对照，评估试验性规则的有效性，为颠覆性技术正式立法积累经验。[33]
4.3范式生态位阶段的标准建设与调适
颠覆性技术大规模市场化应用，会带来新旧技术的迭代更新，从而引发经济系统的变迁，进而引起制度体系的革新，也会启动新一轮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逻辑。在范式生态位阶段，颠覆性技术已进入主流市场，基于其形成的新质生产力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信号效应[34]，原有的产业格局和商业模式经颠覆性重塑后逐渐式微，颠覆性技术产业和应用逐渐走向成熟稳定阶段。此时，应当通过构建首席合规官制度推动国家法律和企业标准之间的相互贯通，推动“内规外化”“外规内化”相互融合，具体而言：
首先，经过技术生态位阶段的小规模试错与修正，企业主体内部进一步将前期与技术改进过程相关的流程经验进行标准化，用以稳定现有流程，这一过程也被称为“标准化维持”，即“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执行（Do）—检查（Check）—调整（Action）（SDCA循环）”模式。企业主动编制颠覆性技术产品质量体系文件并在执行过程中对质量体系进行内容审核和适应性审查，最终进行总结和改进。这一过程既是企业自我合规的过程，也是通过标准化文件“为自己立法”的过程。
其次，在企业内部设立首席合规官[35]。一方面，负责企业内部涉及颠覆性技术研发、应用、迭代等方面的“外规内化”工作，定期识别和评估合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合规管理措施，完善企业内部合规治理架构。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内部标准的“外化”。首席合规官作为企业制度与法律制度沟通的纽带，可将在标准化维持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方案进一步上升为行业标准，甚至可为国家层面正式立法提供经验借鉴，实现“内规外化”。
最后，应当通过正式立法稳定颠覆性技术的社会预期。经过技术生态位阶段的底线守护与支持、市场生态位阶段的小步试错与修正，立法机关获取了较为充足的规制知识，科林格里奇困境面临的信息赤字难题逐渐消弭。此时应当由试验性、暂时性的规制措施转向稳定性、常态化的立法确认，通过传统规制手段的回归稳定颠覆性技术的社会预期。
5 结论与展望
“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36]毫不夸张地说，颠覆性技术在为我们展现颠覆性创新和产业革命光明前景的同时，也可能将我们带到人类文明的“火山上”[37]。外在于颠覆性技术系统的行动者视角，以及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二元对立的治理思路，无法有效应对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挑战。故而，本文基于颠覆性技术同社会制度和企业制度双重协同演化的视角，提出“全流程风险防控、全过程信息公开、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合规治理思路，并立足于“技术生态位—市场生态位—范式生态位”三阶段，探索构建颠覆性技术协同合规治理体系，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和监管机构各自优势和协作积极性的过程中，引导我国颠覆性技术高质量发展。
对颠覆性技术“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突围，是一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本文着眼于颠覆性技术的法律制度和企业制度双重协同演化进程，试图在认识论维度重构监管机构和技术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索颠覆性技术协同合规治理进路。但本文研究也有以下局限性：第一，颠覆性技术的细分领域中，技术生态、应用场景均有差异。因此，在探索颠覆性技术合规治理过程中，协同合规治理进路可能不尽相同；第二，颠覆性技术治理主体众多，既包含监管机构和技术企业，也包括科研团体、伦理委员会、行业组织、技术应用者、产品使用者等，如何将多元治理主体制度化地纳入颠覆性技术的协同合规治理体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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